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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群体与美国镀金时代的“司法达尔文主义冶

王摇 生摇 团1 摇 摇 孟摇 摇 颖2

(1. 重庆师范大学摇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摇 401331;2. 重庆市田家炳中学,重庆摇 400016)

摇 摇 摘摇 要:镀金时代的美国最高法院在案件判决时,经常奉行“司法达尔文主义冶理念,保护强者,压制弱者。

学界认为法律形式主义和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思想保守是引起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却忽视了律师群体在案

件判决中的关键作用。 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更突显了律师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他们不

仅与法官保持着紧密关系,又是大公司的雇员;而且其司法理念受到斯宾塞和托马斯·库利思想影响,在案件

判决中,律师成为“司法达尔文主义冶理念的解释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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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镀金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资本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干预政府政策的制

定与法律的执行,以最大限度实现其自身利益。 联邦政府以“自由放任主义冶作为制定国内政策的指导

思想,这对美国工业化时期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在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在许多涉及管制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司权益的判决中,不仅倾向于维护商人和企业主的利益,而且把

许多州议会旨在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平等的立法判为无效,严重限制各州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秩序的

权力冶 [1]。 在这种司法理念的影响下,法院成为“保护强者、压制弱者冶的工具。 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

“司法达尔文主义冶(Judicial Darwinism),以凸显这个时期美国司法的显著特征。
对于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以法律形式主义和司法理念为视角,解释法官奉行“司

法达尔文主义冶的原因,却忽视了律师群体对司法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影响。 因为律师不仅与法官们保

持紧密的联系,又是大公司的雇员,其思想上深受镀金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案件的

判决中是“司法达尔文主义冶理念的解释者和践行者。 基于此,本文拟从镀金时代律师群体对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判决的案例着手,解释其对“司法达尔文主义冶泛滥的影响。

一、镀金时代律师职业的商业化

法治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基本原则。 美国人对法治传统的信念,使得律师群体成为美国社会中极为

重要力量。 1830 年,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律师处于美国政治的顶端,是社会上最有教养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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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他们与法官构成了美国的贵族阶层。冶 [2]430-431在独立革命时期,许多社会精英以律师为职业。
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等建国之父都曾是律师。 在美国建国后的历史

中,大部分总统都出身于律师,大约三分之二的参议员、一半以上众议员和一半以上的州长也出身于律

师。 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评论道:“任何国家的律师,都不曾享有在美国的地位,也不曾发挥如美国律

师一样的作用。冶 [3]364

在殖民地初期,受英国对律师偏见观念影响,律师并不是一个受社会欢迎的角色。 在各个殖民地,
律师群体受到人们敌视。 马萨诸塞殖民地颁布的《自由宪章》(1641 年)明确规定禁止雇佣人代为诉讼。
1645 年,弗吉尼亚殖民地把这种替人打官司为职业的人从法院中排斥出去。 此后,康涅狄格殖民地也

颁布了此类法律。 因为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看来,“为金钱或报酬的诉讼是卑鄙可耻的事情冶 [4]53。 当时

一些掌握英国法律的法官控制了地方法院,在案件的诉讼中替代了律师的角色。 尽管如此,律师终究还

是必需的。 殖民地发展初期,社会对律师排斥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在美国早期,一些著名律师和法官兴办了一批私人法律学校,后来发展成法律学院,其为工业化时

代的美国培养起了一大批专业的律师人才 [5]51。 在此过程,律师的职业认同发生了重要变化。 内战前

出庭辩论是律师赢得声望的主要途径。 通过出庭辩护不仅能体现出律师的才华,也是律师行赢得荣誉

和职业认同的重要渠道 [6]169-171。 然而,随着工业化时代美国经济发展,出庭辩护不再是大多数律师的

首要选择,他们更喜欢去处理与公司商业事务相关的法律问题。
商业化是工业化时代律师群体的典型特征。 大公司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法律咨询业务集中于少数

大律师事务所。 许多律师事务所与投资公司、银行和工商业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甚至许多律师成为专

门的“公司律师冶。 在 1904 年的芝加哥律师协会上,一名发言人讲到:“我们听过无数次,律师也已经商

业化了,今天的律师永远地失去了 70 年前或 100 年前属于律师的地位和影响了。冶 [7]823-829在大公司主导

下,大部分律师尽力为雇主服务。 1905 年英国历史学家布赖斯访美时评论道,“内战前的律师被一种商

业律师所取代冶,“律师比以前更像商人,现在已成为工业和金融业巨大、有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即使在

律师界,商业同样是上帝。冶 [8]152

律师的商业化在当时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许多律师倾向于为大公司服务,以期获得丰厚的报酬,例
如威廉·J. 罗伯逊起初是弗吉尼亚的法官,离开法院后同时担任两家铁路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这使他

获得高额薪水 [4]490。 公司业务急剧膨胀,合同和公司事务成为律师的主导性业务。 19 世纪 60 年代,E.
P 考德维尔律师在信中这样陈述他的业务:“为东部资本家精心办理贷款,为远离工作地点的人代缴税

费,为东部资本家精心办理投资事业,办理土地和托收事务、办理不动产的买卖,迅速处理合同事宜及诉

讼。冶 [4]486,491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律师被大公司雇佣后成为管理阶层,代表公司全权处理公司的法律事

务。 美国学者托马斯·C. 柯克伦通过对 1845 年至 1890 年铁路公司领导人的职业背景研究,其发现许

多铁路公司的总裁最初都是律师 [9]51。
工业和金融资本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势力,主导着美国政治的发展。 许多工业巨头凭借与政府官

员的特殊关系,让公司律师去政府任职。 律师群体进入政府后,对立法和行政决策起到重要影响。 在

1895 年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时任律师协会主席的詹姆斯·卡特讲到:律师的影响力几乎无

处不在,不仅在各个地方“被视为主要的立法者而得到信赖冶,也是“立法过程中的主要操纵者冶 [8]151。
在克利夫兰总统执政时期,律师与商业公司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些公司律师进入政府担任职务,甚
至内阁中雇佣了许多以前铁路公司的律师。 后来学者将克利夫兰的政府称作“铁路律师的政府冶 [10]180。
在大公司主导下,律师成为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在 1896 年的律师协会上,一名叫约瑟夫·乔托

的律师在演讲中谈到:“我们有时听到,美国律师衰败了,在权力和影响方面都不能与以前相比,但是我

根本不赞成这一点。 今天,就技巧、实用性和效率而言,我们职业为当今社会提供的服务,没有为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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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代人所超过。冶 [8]150-151

律师的职责是为不同的客户利益提供法律服务。 他们利用专业才能,为雇主提供财产和安全保证。
美国律师接受的法律培训是在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普通法范围内进行的,保护私人财产和权利成

为工作的核心内容,而对任何公共权力的活动采取消极态度。 这使得律师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
“普通法比处理任何问题的立法更优越冶 [11]12-14 。 因此,保护私有财产成为律师的主导思想。 在大众意

识中,律师为富人服务,不愿为大众服务,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

二、律师群体与“司法达尔文主义冶 的盛行

在镀金时代,“司法达尔文主义冶在美国极为盛行。 联邦最高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坚守经济自由和

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反对联邦和州对经济的管制,以保护强大的工商业集团的利益。 被称为人民律师

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指出,当时的法律建立在“18 世纪个人自由和财产圣神不可侵犯冶与“19 世

纪不完备的科学真理———适者生存冶的思想观念上,这种观念“通过司法认可,被上升为一种道德法则冶
[8]118-120。 具体说,这种道德法则主要包括对私有财产权的坚决维护、对市场竞争和契约自由的保护。

“司法达尔文主义冶最初起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宽泛解释。 1868 年国会通

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限制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

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也不得在州管

辖范围内拒绝给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冶该修正案的宗旨是保护内战后刚刚获得自由的广大黑人

的宪法权利,以钳制州政府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侵犯。 然而,斯蒂芬·菲尔德等保守派大法官通过对这一

宪法条款的宽泛解释,使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成为保护工商业主财产权的武器。 这种司法理念成为 19
世纪末期美国法律案件判决的主导思想,而且在案件判决中,法官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冶宽
泛地解释为“法人冶 [12],使公司成为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对象。

尽管联邦最高大法官对案件判决起决定性作用,但律师左右甚至控制着法院的判决。 私有财产权

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美国民众普遍认同的观念,这使得律师站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前线。 然而,在美国镀

金时代,律师群体的大多数宁愿为有钱有势者的利益辩护。 他们成为公司、商人等群体和法官的中间

人。 在涉及财产问题的诉讼中,律师群体在法庭上通过对自由放任思想的辩护,对法官在司法判决中维

护有产者利益产生影响。 当然,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法官本身属于有产者阶层,自然成为有产者的天然

盟友,因此,律师对自由放任思想的辩护不仅符合法官的价值观念,也代表法官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讲,
法官和律师群体是同盟,他们共同主导着法庭。 在多数情况下,法官的判决也依赖于律师的辩护,这为

律师群体利用法律技巧处理财产问题创造了机会。 镀金时代的许多大公司雇佣一批私人律师担任公司

法律顾问,来处理经济诉讼案件。 许多律师不仅拥有非常丰富的公司管理经验,又与法院保持密切联

系,在案件判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高法院判决书的逻辑和证据常常依赖于律师的见解、主张及对

已往案例的引用。 此外,许多大法官起初的职业是律师,在升任为大法官后,其司法理念大都不会发生

大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说,“律师引导着美国法律的发展冶 [4]254。
“司法达尔文主义冶盛行源于法院对实质性正当权利的解释。 1869 年路易斯安纳州制定了一项法

律,名为《保护新奥尔良市的健康、安置货物装卸和屠宰场以及克里森市家禽装卸和屠宰场公司法》。
该法规定:新奥尔良市内所有活禽交易和屠宰场所必须迁出市区,授权一家公司集中经营,统一向原有

屠宰户有偿开放,并禁止其他屠宰场继续营业。 该法律的目的是把不卫生的屠宰场迁出人口密集的市

区,以为市民建设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然而,这些立法在靠屠宰为生的屠户们看来,不仅破坏了

原有牲畜和活禽交易的正常运行,而且严重损害其经济利益。 约翰·堪培尔(John Compell)作为屠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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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护律师对该立法提出抗议。 他指出这项立法“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因为其损害了屠

夫的权利和特权,否认了屠夫们受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未经正当程序剥夺了其财产权利。冶 [13] 当时多

数大法官对原告辩护律师应用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非常震惊。 因为在他们看来,该修正案是为了维护

新近被解放奴隶的利益,所以驳回了屠夫的诉求。 大法官米勒写的判决书代表判决意见。 他指出:“规
定城市的屠宰业的场所是立法机构———各州最高权利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冶 [13] 在联邦最高法院的

多数大法官看来,利用政府权力来规制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
然而,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少数派的斯蒂芬·菲尔德和约瑟夫·布拉德利却按照原告律师堪培尔的

逻辑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做了宽泛解释。 菲尔德指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联邦公民最基本的权

利,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权利,不能为任何法律所剥夺;合法谋生的权利是美国公民的特权,必须受到宪

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护;联邦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冶包括以合法方式追求工作机会,路易斯安纳州法

律剥夺屠宰场主“合法谋生的权利冶和“自由劳动的权利冶 [13] 。 菲尔德通过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

宽泛解释,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契约自由和企业自由的合法性提供辩护。 布拉德利大法官指出,生命、
自由和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州政府只有管理这些权利的运行方式,而不能破坏这些权利;非经

“正当的法律程序冶不能剥夺。 即使对这些权利要进行干预和修改,必须通过“合适和正当的规定冶,并
且这种规定必须“有利于或适合于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冶;路易斯安纳州的法律变相剥夺屠宰场主工作权

利,这种做法是违宪的 [14]370-371。 尽管菲尔德和布拉德利的意见无法改变屠宰场案的判决结果,但他们

关于正当程序和实质性权利的论述却影响深远。 他们把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与经济自由权利结合起

来,形成“实质性正当程序冶的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权利冶的概念得以产生。
在此后案件判决中,律师们以实质性正当程序为依据,为契约自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结果导致了

“对个人自治从未有过的重视冶 [8]123。 例如,在 1897 年奥尔盖耶诉路易斯安纳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

布路易斯安纳州于 1894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违宪。 该州为了保护新奥尔良的保险公司免遭外州公司的

竞争而制定了一项法律,其规定:该州内的个人和企业通过信件和该州外的公司签订合同是不合法的。
原告律师布拉奇·米勒(Branch K. Miller)以宪法第一条第十款中“任何一州都不得损害契约义务的法

律冶为依据,为奥尔盖耶公司的契约自由辩护。 大法官鲁弗斯·佩卡姆按照布拉奇·米勒的逻辑解释

道:路易斯安纳州的立法不经正当程序而剥夺了公民自由,这种公民自由权受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

护,州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不能禁止公民签约行为冶 [15]。 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确立司法先例。 此

后的大多数司法案件判决受到这一司法先例的影响。 据统计,从 1896 年到 1905 年,法院根据这一先例

判决了 297 个案件,几乎全是根据“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审理的冶 [4]259。 大多数律师以此先例为法

律依据,保护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权 [16]311。 他们极尽所能地维护公司利益,成为公司唯利是图的雇佣

兵。 他们凭借卓越才能,不仅能娴熟地处理公司的法律事务,而且能够在公司诉讼中影响法院判决。
镀金时代律师一直以企业主的财产不可侵犯为由,反对政府的立法行为。 在芝加哥、密尔沃基与圣

保罗公司诉明尼苏达州案中,西北铁路公司的法律律师威廉·高迪对明尼苏达州规定的固定铁路运费

的合法性提出了反驳。 其在辩论中讲到:“明尼苏达州规定的运价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合理性需要司法

审查;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前提下铁路公司被剥夺合法使用财产的权利,事实上剥夺了铁路公司的财

产权。冶 [11]76-77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基本上全部接受高迪的主张。 大法官塞缪尔·布拉奇福特在判决书

中写道:尽管州政府有权对公共福利进行管理,但管理法令必须合理,对铁路运费规定的法律是否合理,
“只能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决定冶 [17]。 在这个案件中,大法官菲尔德和布拉德利长期坚持的正当程

序和司法审查的原则获得完全胜利。 这项判决使司法成为美国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从 1890 年到

1937 年的《全国劳工关系董事会诉琼斯和劳克林钢铁公司》一案判决,最高法院都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

案的条款为由,来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 需要指出的是,在该案中,由于最高法院保护了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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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遭到明尼苏达州农场主强烈谴责。 他们将这项判决称为“第二个德雷德·斯科特判决冶 [18]335。
在镀金时代,大多数司法案件的判决都受这一司法先例影响。 联邦法院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

次数非常频繁。 据统计,从 1896 年到 1905 年,法院根据这一先例判决了 297 个案件,其根据是“正当程

序和平等保护条款冶 [4]259。 律师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进行宽泛解释,以维护契约自由和财产权为由

为资方利益辩护,原本保护南方黑人权利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衰变成“承认适者生存法则的法

律冶 [19]198。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美国律师司法观念的塑造

律师的司法达尔文主义观念,深受镀金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霍姆斯大法官在洛克纳诉纽

约案中声称:“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并没有使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产生法律效力。冶 [20] 霍姆斯对这一

判决的责难,反映了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对当时司法理念的影响。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

点:第一,斯宾塞思想的盛行,在美国社会中形成鼓励自由竞争的思想氛围,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达

尔文主义冶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 第二,斯宾塞思想使最高法院的一些大法官变得思想异常保

守,固执地坚持着法律形式主义和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却忽视了法律必须动态地反映和服务于社会这

一内在实质 [21]。 正如美国法学家 B. E. 莱特教授所说:“最高法院只不过简单地把斯蒂芬大法官和布

拉德利大法官在屠场系列案中的异议写入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冶 [22](105) 在这种法律氛围影响下,律
师很容易把斯宾塞思想引入司法解释和判决中。

斯宾塞被学界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鼻祖。 他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竞争和生物进化论结合

起来,为自由放任政策辩护。 他认为,人类社会各个部分通过明确分工和彼此间密切合作,最终进化到

“社会均衡状态冶。 这种状态依赖于一种“同人民愿望和谐一致冶,“能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冶的政治体制
[23]465-471。 斯宾塞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这种政治体制的发展,其逻辑是: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

竞争的方式实现进步的话,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因此,必须限制国家对个

人自由的干涉,任由个人依靠能力强弱去自由竞争。 在斯宾塞看来,“契约是自由的精髓冶,“财产是一

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冶;国家的权力只能限制在保障契约履行、保护公民财产安全的有限范围内。 社会

达尔文主义对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对法律秩序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他的理论

“统治了契约、财产、侵权行为及其他司法领域冶,“自由放任成了一切法律分支的试金石冶 [8]123,134,120-121。
斯宾塞的思想在律师界非常受欢迎。 内战后,美国媒体和知识精英大肆吹捧斯宾塞的思想。 《大

西洋月刊》称:“斯宾塞的思想代表着时代的科学精神。冶 [24]31,34,35约翰·杜威这样描述:“在战后三十年,
如果不掌握斯宾塞的思想,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可能有活力。冶 [25]59-60这种思潮很快受到律师界的欢

迎。 在 1882 年 11 月 9 日,美国社会各界精英齐聚纽约德尔尼莫斯饭店,为斯宾塞访美结束举行欢送晚

宴。 被公认为“美国律师界王子冶的威廉·埃瓦茨(William Evarts)向斯宾塞做了致辞。 他谈到:“我们

非常高兴见到您,我们都认为您带来了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冶,这些知识不但“非常实用冶,而且“充满智

慧和洞察力冶,“胜过当前在世的任何人在狭小领域内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冶 [26]278。 在这种思想环境下,
律师具有弱肉强食、资本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不足为奇。 大法官亨利·布朗在 1893 年

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讲中讲到:
文明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斗争的故事,富人总是希望以尽可

能最低的条件获得穷人的劳动力,穷人总是希望从富人哪里获得尽可能多一点,其原因和结果

在于财产的不平均分配。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不自然或者不妥。[27]85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律师界几乎被视为金科玉律。 在 1897 年举行的律师协会的年会上,协会主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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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豪(William W. Howe)讲到:“在我们的制度下,大门和道路对任何人没有偏爱,只有强者才能胜

利冶;“自然选择像是一条被奉为亚历山大港主教信条的教义,是一种宗教希望的形式,它是尽善尽美的

诺言。冶 [8]120由此可见,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成为美国律师群体的重要话语,对律师的司法观

念产生重要影响。
内战后律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更多归因于托马斯·库利影响。 1868 年,托马斯·库利在

担任密歇根州最高法院法官期间出版了《论对美国各州立法的宪法性限制》一书。 在此后半个世纪,该
书成为“美国司法体系的蓝图冶,蕴含的法律思想“在美国法律形成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美国法的

现代化完成之后冶。 在其影响下,“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成为美国经济的宪章冶。 库利深受斯宾塞的思

想影响,在著作中强调了财产权和自由放任思想。 他写到,“源自于自然法的财产权是不容侵犯的,政
府的立法权必须受到明确约束冶。 为了防止政府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他将“实质性的司法意义注入

正当程序条款中,使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力工具冶,这对财产权提供了实质性的

保障 [28]196-197。 该著作深受法学界欢迎,从首次出版到 1927 年为止,先后再版七次,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法律理论。
受斯宾塞思想影响,库利积极主张国家减少对社会事务干预。 1883 年,他在《国家对公司利润的控

制》一文中指出,“尽管国家限制利润是合理的,但只有在投资获得合理回报的前提下才行得通冶。 在他

看来,“市政代议制的效率明显低于私人公司冶,“国家控制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冶。 因此,主张赋予私人

公司最大的自由权利。 1884 年,库利在《法律面前的劳工和资本》中借用斯宾塞“超越立法范围冶的概念

谴责逐渐兴起的劳工立法。 他一直坚持政府减少对商业、贸易和就业干预,扩大自治政府的原则。 库利

指出,“不仅要容忍,而且要鼓励这种原则,因为商人知道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专家经验观察基础上,实践

证明很实用冶。 因此,在他看来,“只要能够适当地限制政府权限,国家将会获得无穷无尽的活力冶
[11]36-39。 库利的思想在法学界广泛传播,被视为“宪法学理论的权威冶,在法律界和学界有很大影响力。

这是因为,其不仅是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的法官,而且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并于 1894 年担任

美国律师协会主席;他经常受邀请在律师协会和知识阶层发表公共演讲。 这些因素使得他的思想被法

官和律师所重视。
库利的思想使“律师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是帮助法官发现法律冶。 正如学者本杰明·特维斯所说:

“他巧用律师的语言把判决先例组织成法律原则,使其变成美国宪法中反对政府管制契约自由的法律

基础。冶 [11]9例如,在奥尔盖耶诉路易斯安纳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限制个人契约自由为由,第一次判

决州立法违宪。 该案件创造了一种“新自由权利冶,即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契约自由的权利。 这在

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各州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和公共福利去限制不安全和不公平的商业活动的立

法冶 [29]835-836。

实际上,在美国宪法原文中,并没有规定契约自由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但辩护律师们从宪法条款

中寻找依据,转换成契约自由的公民权利。 例如,第九条宪法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
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冶律师们由此提出,自由订立劳动契约同样受第十四

条宪法修正案保护,是宪法默许的自由权利。 在洛克纳诉纽约案中,辩护律师弗兰克·菲尔德(Frank
H. Field)声称:“纽约州的立法,偏袒工人,损害了老板,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平等保护条款;
且第五条修正案也禁止各州不经正当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冶因此,他辩论说:“这一带

有偏向的立法剥夺了洛克纳与其工人签订契约的自由,因而也剥夺了洛克纳处置其财产的权

利。冶 [29]1003-1006正是由于律师在司法诉讼的法理解释中,巧妙地引用美国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文而

赢得每一个案件诉讼的胜利,最终把契约自由变成了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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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美国政治发展中,联邦最高法院承担着国家政策塑造者的角色。 美国政治体制“赋予了最高法

院指导国家的责任冶,特别是在涉及那些对有利于“维护一个公正的政治秩序冶,且是“至关重要价值问

题冶时,联邦最高法院能够把“正统的司法功能与政策的制定融为一炉冶 [22]9-12。 例如,美国历史上最伟

大的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联邦最高法院权威的建立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其不仅使联邦最高法院成

为宪法“解释者冶,也成为法律的“撰写者和创造者冶 [28]5-6。 这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变相获得了立法权,
影响着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执行。 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和律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正如美国学者

乔治·凯恩斯所说:“整个律师界慷慨地提供他们的判例冶,“法官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他们的书面意见冶
[30]243。 而这些成文的司法判例成为以后美国法院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

美国司法力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使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查限制联邦政府及

各州制定的各种法律政策,从而引导政府按照联邦最高法院的意愿制定法律。 但司法力量是否有利于

国家的发展,这主要取决于联邦大法官和律师的司法理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镀金时代,美国

社会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平等问题急需政府来解决。 然而,律师群体在职业商业

化趋势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影响下,“饱受保守偏见的熏陶冶 [22]82,在法庭辩护时,坚决维护 19 世纪

早期政府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并影响着法官的司法判决,这使得美国镀金时代的法院成为自由

放任的堡垒,其不仅使司法系统笼罩上“司法达尔文主义冶的阴影,而且也成为政府部门通过社会立法

来干预经济正常运行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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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yers Group and “Judicial Darwinism冶 in the Gilded 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g Shengtuan摇 Meng Y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In the Gilded Age,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tected the strong and suppressed the
weak in the trials of some economic cases. This phenomenon was regarded as “ judicial Darwinism冶 by
scholars. The scholars attributed the cause to the rising of legal formalism and conservative supreme judges.
However, lawyers assum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American history. Du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g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lawyer.
They not only were the alliance of the judges, but also were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beside that reasons,
lawyer爷 s judicial ideas were influenced by Herbert Spencer and Thomas Cooley, and they became the
important force in the prevailing of “judicial Darwinism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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